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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论当代河南小说中的政治书写现象∗

张 东 旭

摘　 要：受特定历史文化的影响，河南作家在文学选择上，对国家政治政策异常敏感，作品往往紧跟时代，对社会现

实做“近距离书写”，政治书写成为河南当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的河南历史小说、
乡土小说中，政治文化成为一个独特的叙述角度。 作家的政治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题材选择、叙事角

度和价值取向，河南作家通过政治书写表达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文学的方式参与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的建构，并由此参与到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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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土叙事与政治书写是当代河南小说创作中的

两大主题，成为河南文学的重要特征。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在李准、张一弓、田中禾、乔典运、李佩甫、
周大新、张宇、墨白等河南作家的创作中，塑造了众

多富有中原文化特征的个性鲜明的农民形象，他们

既坚韧朴实、精明能干，又幽默世故、保守固执，中原

地区特有的地域风情、自然景观、民风民俗带着鲜活

的“泥滋味” “土气息”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政治书

写是指写作主体通过文学的方式关注国家政策、社
会事件、历史人物的写作行为，作者通过记录、反馈

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其中还包括作家们关

注社会、历史事件背后的政治文化心态。 受中原地

区特定历史文化的影响，河南作家在文学选择上，对
国家政治政策异常敏感，作品往往紧跟时代步伐，对
社会现实做“近距离书写”。 在当代河南历史小说、
乡土小说中，“政治文化”往往成为一个独特角度，
作家的政治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文学选

择、叙事角度和价值取向。 河南当代小说中的政治

书写主要体现在对国家政治政策的近距离观照和乡

土叙事、历史叙事中对权力文化的反思与批判等

方面。

一、政治意识与河南作家的文学选择

２０ 世纪 ５０ 至 ７０ 年代，中国特定的政治氛围对

河南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无论是政治对

于文学的支配，还是作家对于政治的献身，都变得越

来越自觉，双方的相互作用也越来越直接、强大。”①

河南作家“对这块土地特别敏锐的关切，对问题的

把握要优于其他作家”②。 他们往往能敏锐地觉察

现实生活发展的动向，抓取具有重大意义的矛盾冲

突，及时地反映和提出现实生活中新的问题，通过艺

术形象给予明确的回答。 在此期间，河南作家用文

学实践深刻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

的合法性、合作化运动等国家政策实施的必然性。
这种强烈的政治情怀，往往使他们的创作能得风气

之先，率先在全国文坛上产生影响。
李准之所以写《不能走那条路》，是他偶尔听税

务局的同志说 “我们的土地交易税经常超额完成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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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后，敏锐地感到这是个“大问题”。 他很兴奋，
“准备从这个问题中写出工人阶级思想和农民的自

发趋势的斗争，也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

路的斗争”③。 让李准感觉到的“大问题”，是当时

我国正在推进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这一问题的提出

及其解决办法，在后来魏巍 １９５５ 年开始创作的长篇

小说《东方》和柳青的《创业史》中也得到了呼应。
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在《河南日报》发表后，被《人
民日报》转载并配发编者按，在全国范围引起热烈

反响，并被改编成电影、话剧等多种艺术形式传播。
李准“以自己的敏锐，使我们河南问题与中国问题

紧密联系”④。 从文学与政治政策的结合来看，《不
能走那条路》的写作获得了巨大成功，李准也因此

成名。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

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⑤。
在这个时期，很多河南作家及时用文学来阐释、反馈

国家政治政策，较早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 知侠

的“革命历史小说” 《铁道游击队》具有显著的中国

特色和民族风格，其中塑造的“革命狭义英雄”深入

人心，小说 １９５４ 年出版，１９５６ 年被拍成电影，产生

了全国性的影响，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红色

经典”。 魏巍 １９７８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东方》不仅

写到了抗美援朝的必要性，而且写到了国内合作化

运动的势在必行，１９８２ 年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很多历史题材的小说遭受劫难，
但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是个奇葩，不仅能顺

利出版，而且两次受到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支持。 从

姚雪垠后来发表的“创作谈”可以看到，他之所以选

择创作《李自成》，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本人对当时政

治形势的准确判断。 河南老作家苏鹰的《炼》是全

国第一部反映全民炼钢的长篇小说，表达了“既炼

了钢，又炼了人”的政治主题。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中国大地上开始了轰轰烈

烈的农村改革，中国农业开始了一个新历程。 河南

作家以其敏锐的政治意识，迅速地抓住了 ８０ 年代初

“转型期”的社会矛盾。 张一弓以一个记者的敏感，
“硬着头皮对当前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近距离的反

映”⑥。 几乎当时社会上刚刚出现的新情况、新事

物，在张一弓的笔下都会有所呈现。 在《犯人李铜

钟的故事》《春妞和她的小嘎斯》《黑娃照相》《流泪

的红蜡烛》《赵撅头的遗嘱》 《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

迹》等系列中短篇小说中，主人公李铜钟、张铁匠、
王腊月、李麦收、白雪花、苏小海、李秀秀、郭亮、春妞

儿、宋疤拉等，分别经历了农村包产到户、承包经营

再到城镇化、工业化的现代化道路等一系列的社会

变革历程。 在张一弓所有创作中，１９８０ 年发表的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引起的反响最大，小说写的尽

管是 ６０ 年代的“左”倾错误，但之所以选择在 １９８０
年讲述一个 ６０ 年代的故事，显然与当时正在进行的

乡村变革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一直到今天，仍有

论者认为，“驱动改革开放的是李铜钟式的人物，文
学需要李铜钟式的硬汉子文学，仍然需要李铜钟式

的硬汉子”⑦。
从以上作家创作的情况来看，不管是自觉还是

不自觉，在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河南作家的政治

意识普遍增强，相较于其他省份的作家，他们对国家

政治政策的变化反应更加迅速，对政策的文学阐释

也更直接、更深入。 河南作家创作的社会使命感大

大增强，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在创作中更多地关注

社会重大题材，关注改革，注重对生活意义的“史诗

性”追求。
正如张一弓所说，“我的命运，我的追求总是与

我生长其中的这个时代和民族血肉相连”，“我要读

者看一看，正在深入发展着一场变革的农村生活怎

样变革着人们的灵魂”，“看一看我们这个民族在我

们这个时代的一段空前活跃的时期，分娩一个名叫

‘变革’的婴儿的临产的阵痛、临盆的血污以及他们

在这阵痛和血污中的追求和憧憬”。⑧总之，在这一

时期，作品能否反映人民大众的命运，是否展现国家

的历史和未来，成为河南作家创作时首先要思考的

问题。
但是，由于河南作家跟现实的联系过于紧密，过

于急切地对政策发表见解，他们这一时期的创作往

往缺乏对社会的理性反思、对历史的深刻透视，更缺

乏对作品“史诗性”内涵的全面把握。 同样是写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合作化运动的作品，河南作家的作品虽

然不乏敏锐的眼光，但与同时期陕西作家柳青的

《创业史》相比，河南作家的作品显然缺乏反映农村

生活的广阔程度和“向历史深处延伸，挖掘矛盾的

现实的历史的根源”⑨的深度。 一些历史小说，由于

作家对历史的复杂性缺乏具体的考证和正确的认

知，仅凭“理念”就开始了创作，往往使作品更多地

停留在歌颂膜拜的状态中，还没有进入传统文化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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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无法厘清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复杂纠葛。 张

一弓的《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春妞和她的小嘎

斯》以及李佩甫的《金屋》 《李氏家族》等作品，大都

叙述现代化进程的艰难，以及乡间有志青年通过艰

苦奋斗最终成功的过程，但作品明显缺乏转型期的

时空背景，作品在主要情节设置和人物形象塑造上，
“理念先行”的痕迹较重。 作品在处理矛盾冲突、表
现人物内心矛盾斗争时，只是简单地让人物按照作

者的意念往前走，因而存在不少虚假、煽情或夸张的

成分。
正如刘增杰先生所说，河南作家“虽然有创作

敏感，但缺乏思想深度，主体意识不强，甚至把紧跟

趋势视为自己的使命，因而一些作品可能会带来及

时配合任务的轰动，但随之而来的，则是作品艺术生

命过于短暂的尴尬”⑩。 与陕西、山东等省份的一些

重要作家作品（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人
生》、张炜的《古船》等）相比，河南作家的一些弱势

还是比较明显的。

二、对“官本位”的书写与反思

中国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一
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实利益诉求，使得国人有着

强烈的“官本位”心理。 进入当代以来，中国社会的

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官本位”
思想在中国当代乡村生活和农民思想中仍然占有重

要位置。 河南作家作品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针砭

“官本位”痼疾的系列小说，这种现象既反映了“官
本位”思想的深远影响，也表现出河南作家对当代

中国政治变革的热切期待。
河南当代作家大部分出身农村，之后通过参军

或者考大学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的农民身份。 作家

的这种“童年经验”使他们在写作时形成一种独特

的“乡村—政治”视角，“村庄”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

象征体。 李丹梦认为，“１９９０ 年代以来的官场书写

中，豫籍作家系开风气之先者”，“其优长倒不在讽

刺的力度，而是在对中国政治文化与农民文化关系

的揭示上”。

阎连科、周大新、乔典运等作家在描写村民头脑

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的同时，将笔墨着力于

他们在权力追逐中所付出的代价。 在阎连科的“瑶
沟系列”小说中，乡村人对权势的追求，对“做官”的
期盼，发展到了极致。 在《瑶沟人的梦》中，瑶沟人

认为能改变他们村子命运的关键，就是能“出个县

长或大队支书”。 虽然“我”只是有可能当上大队的

秘书，但在父亲和村民们的眼中，也算“对得起祖

宗”了。 当众人得知“我”要当大队秘书时，像“迎接

赴京考试的中榜举人”那样隆重地迎接“我”。 为了

当上大队秘书，全家人不遗余力，队长三叔和“我”
整夜守护支书家要下崽的母猪，六叔打算将自己的

女儿嫁给支书瘸腿的侄儿。 《炸裂志》中的主人公

孔明亮是深谙乡土政治规则的“精英”，“权力”是他

人生的全部追求。 随着他由村主任到市长的一路升

迁，他的生命被完全异化，人性的情感被权力的虚荣

所取代。 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中，廖怀宝的爷爷

在弥留之际，叮嘱儿孙：“不能总写字，要想法子做

官。”廖怀宝牢记“祖训”，从文书、副镇长、镇长、副
县长、县长、副专员一步步走上仕途高位。 在这个过

程中，他牺牲了自己喜欢的女孩姁姁，出卖了与朋友

双耿的友情。 他的每次升迁，都以他作为一个人在

道义上的下滑为代价。 在权力与人性的较量中，他
完全失去了评判善恶的勇气和力量。

从《无边无际的早晨》 《李氏家族》 到 《羊的

门》，李佩甫力图从宏观角度探究权力与地域、伦
理、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在他的笔下，中原乡村权

力结构的建立有着独特的特点，它往往和宗法伦理

制度搅合在一起，和各种人情关系掺杂在一起。 这

种权力结构的建立往往“以血缘亲情为纽带，将公

序良俗作为最基本的生活秩序标准，形成自身完备

的社会管理体系”。 《羊的门》中，作为村支书的

呼天成，人们喊他“呼伯”，而不是喊“呼书记”，从称

谓上就可看出乡间的伦理关系其实是超越了行政关

系而存在的。 《羊的门》中，主人公呼天成是较好地

体现了“中原地域的根性果实”的一个人，在平原

上，他的处事原则就是“败处求生，小处求活”，这种

生存姿态其实是中原人在这块独特的土地上维护自

己生存利益的一种策略。 小说中支书或者村长等人

“经营”权力的方式，和乡村“伦理情感”密不可分。
“情分”成为呼天成经营人场的重要策略，在和省

里、市里的官员维持关系时，他靠的是“一份回忆、
一份念想、一种叫人忘不掉的情分”。 在阎连科的

小说中，村支书、副支书、村长等人也都是通过各种

联姻构成的乡村政治体制中的关系群体。
当“官本位”思想占据人们头脑时，人们对权力

的争夺不可避免。 刘震云的小说《官场》《官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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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等作品可以看作是对官场的隐喻书写。 为了完

成启蒙式的乡村权力话语批判，刘震云的小说寓言

式地出现了大量的“扁平人物”。 刘震云的《故乡面

和花朵》《故乡天下黄花》，阎连科的《日光流年》
《两程故里》等作品，堪称反映乡土中国权力文化的

集大成者。 这些作品大都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
小说的隐含作者洞察一切权力规则，游刃有余地置

身其中，冷静地描绘着历史，嘲讽着现实。 《故乡天

下黄花》中，围绕当“村长”，孙家和李家几代人进行

了长达几十年的争夺，双方都付出了极大代价，但直

到小说的结尾，这种争夺还在继续。
李洱 ２００７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石榴树上结樱

桃》，以写实的笔法展现了平静的乡村表面下权力

角逐的汹涌暗流。 主人公繁花有魄力、有策略，也富

有心机。 为了竞选村支书，她踌躇满志地展开了一

系列活动：给民办代课教师“同工同酬”的待遇；全
力招待前来听课的“乡教办”的人；故意制造丈夫殿

军在外赚大钱的假象，因为这样，“别人就会认为她

是一个清官，不会贪污村里的钱”……但到最后，她
却由于自己非常信任的接班人孟小红“在背后捅她

一刀”而被取消竞选资格。 小说中，每个人物都有

着自己的私利和精心的算计，而这一切角逐，自始至

终都被乡村的日常生活所笼罩，剑拔弩张的权力之

争被家长里短的乡村场景所掩盖。
从当代河南文学这些代表性作品中可以看出，

作家在进行权力书写时，要么详细描述中原苦难，要
么沉浸在对权力、权术的叙述中不能自拔；作品中的

主人公，要么匍匐于现实的利益争斗之中，要么佝偻

于权势的引诱之下，很难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

“人”。 权力书写何以主导了当代河南作家的价值

取向？ 其中的深层原因在于民众长期以来形成的对

权力的依赖与崇拜心理。 “绝对的、超自然的、全能

的皇权信仰，给予了中国人民一种安全感，就像其他

国家的大众从信奉上帝而得到的安全感一样。”

《羊的门》中，主人公呼天成之所以那么快地成为呼

家堡命运的主宰者，跟民众的性格、心理需求都有很

大关系。 小说中详细列举的各种“草”，就是对中原

人文化性格的一种隐喻书写。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说，草民们的柔弱无骨、隐忍顺从、趋炎附势，正是专

制集权主义滋生的温床，也是一切专权者长袖善舞

的政治基础。
但是，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群体，恰恰

需要警惕上述种种“传统”，力争超越“现实”。 陀思

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写道：“天堂藏

在我们每人的心里，现在它就在我的心里隐伏着；只
要我愿意，明天它就真的会出现，而且会终生显现在

我的面前。”只有超越了“此在”的现世经验，用“现
代”的精神立场观照社会、历史与文化，河南作家才

能创作出关乎人们情感、灵魂，关乎人们诗意生存的

理想作品。

三、历史叙事背后的政治文化心态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从夏商周时期到宋

代，“几千年来，河南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

的中心，先后有二百多位帝王建都或迁都于此，几度

形成政治文明的巅峰与辉煌”。 这种辉煌的历史，
给中原人心理上带来很强烈的优越感，对河南文学

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小说题材的选择方面，河南作家充分利用丰

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发掘地方历史人物的不平凡事

迹，为大量的贤臣名将、英雄豪杰、能人贤士做传。
一时间历史题材小说繁荣，涌现出一大批作品，如杨

复俊的《炎黄大帝演义》《伏羲大帝演义》《夏禹大帝

演义》，姚雪垠的《李自成》，二月河的《康熙大帝》
《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帝王系列”，刘秀森的《花
木兰全传》，甄秉浩的《少林寺全传》，李亚东的《少
林寺演义》，周大新的《第二十幕》等。

值得注意的是，河南作家进入“历史”时带有明

显的倾向性，对历史小说中的“官场” “权谋” “权
力”斗争等很感兴趣，对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有一

定程度上的认同感。 他们在叙述历史人物时，往往

根据主观需要“摘取”历史事实，表达自己的历史见

解。 评论界对于二月河的历史小说，一直以来争论

不断。 对其批评最多的就是认为作者在片面思维、
美化思维的指导下进行创作，对小说中塑造的那些

皇帝的残暴行径视而不见，一味歌功颂德，“这种美

化帝王、人为拔高的写作方式，足可说明二月河的思

想穿透力、价值判断力的羸弱和欠缺”。 但在笔者

看来，这并不是二月河先生思想穿透力、价值判断力

的羸弱和欠缺问题，而是河南作家内心深处的“情
结”使然，跟那种沉潜在作家们思想深处的集体无

意识有关。
如前所述，宋代之前，中原的历史无比辉煌，但

之后便由辉煌的王朝 “中心” 变成了 “中国的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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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长期以来，河南作家由“地方”向“中心”、由
“边缘”向“主流”靠拢的努力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这
仿佛是河南悠久而又沉重的历史文化赋予河南作家

的历史使命。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在很多河南作家

的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都有这样一个“螺旋式上

升”的情节结构，最后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人生理想。 如在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小说中，几
乎所有文人的飞黄腾达，都是在与皇帝之间的“对
话”中完成的。 主人公（主要是文人）命运的转折，
要么是一番“隆中对”式的对话，要么是一次指点江

山式的“演说”，要么是一番滔滔不绝的雄辩。 这些

高见会被皇帝听见并得到认可，主人公最后被封官

加爵。 《康熙大帝》中的明珠一日之内连升七级，就
是最好的例子，伍次友、邬思道、高士奇等人的经历

莫不如此。 这种文人走上权力顶峰的捷径方式，实
际上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千古文人白日

梦传统的延续。
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中这样论述：“这

种作品不是作家自己的创作，而是现成的和熟悉的

素材的再创造，就素材早已具备这点而言，它是从人

民大众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宝库中取来的。 很

可能是所有民族寄托愿望的幻想和人类年轻时代的

长期梦想被歪曲之后所遗留的迹象。”由此看来，
河南作家关于帝王将相们的想象性书写，大部分是

根据“现成的和熟悉的素材”而来的，这些素材有可

能就沉浸在多年以来中原地域广大人民的集体记忆

之中。
河南作家的历史小说，承载了作家对昔日作为

政治中心的中原的回想，是河南人向往“中心”的一

种集体无意识的表达。 也正是由于河南作家在历史

叙事中流露出对“中心”文化的强烈向往，使他们在

创作时对笔下的主人公倾注了过多的感情，有时甚

至与笔下的人物一起陶醉在权力叙事的快意之中。
“官本位”的影响，也使作家在叙事时无意识地流露

出对“权力”文化的艳羡心理，使作品缺乏人道主义

精神和批判意识。 这些因素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批判

意识，深刻地影响了河南作家的历史题材创作。 在

美学追求中缺乏深刻的批判，在艺术探索中缺乏深

沉的思想，成为河南小说创作的薄弱之处。

四、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中国文化传统

河南作家热衷于政治书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宏观上考察，我们可以从知识分子的“本能”和中

国特定的文化传统中找到答案。
柏拉图的“叙拉古的诱惑”成为一个寓言，揭示

了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一种心理情结：即知识分子

在对真理的向往与献身“城邦和家庭的良好治理”
的欲望之间，存在着某种心灵上的关联。 知识分子

与政治、社会之间的这种天然联系，是知识分子取得

“存在感”的本能动力。
对于新文学发轫以来的中国作家而言，对政治

生活、社会事件表达见解，远比单纯的文学创作更能

释放他们这一“本能”心理。 鲁迅以天才的创作在

新文化运动中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创作出了中国现

代文学史上具有奠基意义的伟大小说，但是，在艺术

激情和对社会的启蒙责任感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

择了后者———放弃小说，转向杂文创作。 因为在他

心中，对社会和群体直接发声远比个人展现艺术才

华更重要。 姚雪垠创作《李自成》，也是因为在他心

中，是当时的政治需求而不是个人的才情决定着自

己的艺术选择。
除了知识分子本能的言说欲望，中国传统文化

对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给了作家政治书写的文化力

量。 考察中国的政治文化史，我们会发现，在历朝历

代建立的“政统”之外，均有一个“道统”存在。 一个

政权建立之后，其合法性问题是当政者首先要考虑

的问题。 每个朝代都需要一套带有礼乐传统的意识

形态来维护统治的合法基础。 所谓“礼乐传统”，其
实就是一个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传统，这恰恰是知

识分子的“专长”。 知识分子往往会成为“道统”的
自觉承担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学会文武艺，
货与帝王家”“学而优则仕”等观念也就由此而来。
余英时指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开始就管的是

凯撒的事”，说的就是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
的自觉行为。

在河南作家的当代小说创作中，李准、姚雪垠的

小说之所以能在 ２０ 世纪 ５０—７０ 年代引起强烈反

响，很大程度上与当时正处于意识形态建构的关键

时期密切相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老作家师陀。 作

为一个“现代作家”，师陀最擅长写旧家族由盛转衰

的“挽歌”情调以及底层小人物在时代的洪流下卑

微的生存状态。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师陀应邀参加在北平

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次年他

应邀参加河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是新中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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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份的一种认可。 从此以后，师陀转变了自己的

创作思路和一贯风格，并且对自己的作品不断进行

改写，充分显示出一位“现代”作家进入“当代”之后

在新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再创作”的努力。 师陀以

自己切实的努力加入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历

史进程之中，以文学的方式参与了国家主流意识形

态的建构。

五、结语

总的来说，受特定历史文化的影响，河南作家在

文学选择上，对政治政策的变化极其敏感，对社会发

展高度关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河南作家在进

行乡土、历史叙事时，经常选择以政治文化的社会视

角进行创作。 这种政治书写成为河南文学一种较为

突出的文学现象和重要特征。 河南作家的政治意识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选取题材和处理题材的方

式，并与河南文学的现实主义审美风格相辅相成，有
机统一。

从政治文化视角关注河南作家的创作，可以使

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河南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

感。 河南作家以自己的文学方式参与了新中国成立

以来的文化建设，总体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在迄今为止举办的 １０ 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河
南籍作家就有 ９ 部作品获奖。 ２１ 世纪以来，“中
原作家群”在坚守与突破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一批

优秀的青年作家正着眼于全球化背景下人的生存与

发展问题，重新书写着“城乡”结构冲突之下所带来

的道德、政治、社会等问题，打开了新世纪河南文学

创作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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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Ｈｅｎａｎ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
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ｗａｙ，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ｇｅ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ｅｎａｎ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ｎｏｖｅ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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